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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臭氧污染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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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和公共财政收入之间有何关联？地面臭氧（ground-level ozone）是

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列出的最常见的空气污染物之一。与其他已

得到有效治理的空气污染物相比，地面臭氧浓度在过去40年里居高不下。医学研究

证据表明，短期和长期接触臭氧都导致健康问题，如肺功能损伤，哮喘和过早死亡等。

基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契约论观点（洛克 [1690]，卢梭 [1762]），对等互惠

(Reciprocity)在赋税遵从中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对等互惠机制的存在，民众通过纳税

委托政府提供优质公共产品；而政府是否有效和负责任地支配税收，会反映在其提供

的公共产品质量上，从而影响公民的纳税意愿。若地面臭氧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而造

成福利损失，当地公民的纳税意愿将会下降。对于企业纳税者，考虑到其所在地的利

益相关者受空气质量影响，企业纳税的效用函数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公共产品质

量，如地面臭氧污染程度。

本文利用臭氧污染及其监管为情境

来识别公共产品质量与企业赋税遵从之

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揭示了纳税人

和政府间的互惠是一个影响公司纳税筹

划的潜在机制。因此，政府对环境的治

理改善可以激励自愿纳税并扩展其未来

财政收入。除了加强监督或执法力度外，

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提升公共产品质

量提升赋税遵从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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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美国的情境中发现，企业纳税筹划的强度与地面臭氧污染程度正相关。以

政府修改臭氧污染界定标准为准自然实验来建立因果识别，我们发现，标准更严格后

那些由于标准收紧而被划为非达标的县加大治理以求减少臭氧污染而达到新标准要求。

因此，与其他地区的企业相比，总部坐落于这些减少臭氧污染县的企业降低了纳税筹

划的强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地面臭氧污染与企业纳税筹划强度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以

下因素的调节：公众对臭氧污染的关注度，臭氧污染所带来的潜在福利损失，管理层

的利益相关者导向，企业自身对环境的污染情况，政治偏好，以及民众规范常态。本

文还使用美国政府清理危险废物的“超级基金”的场景发现了一致的结果，说明对等

互惠机制的普适性也存在于臭氧污染以外的其他污染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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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供应链由于其层级多，不透明，农产品存储时间短等特点，长期以来，当食品污染事件

发生时，由于难以快速追溯污染源，往往采取大规模召回销毁的处理方式。既造成大量的食物浪

费，又会给供应链乃至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提高食品供应链中的可追溯性一直是产业界持续减少

污染风险和食品浪费的努力的重要部分。最近的技术进步，如区块链技术，进一步推动了创新零

售商在其供应链中推广食品可追溯性系统。然而，可追溯性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供应链参与者

的经济动机、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销毁造成的食物浪费缺少量化的评估。

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具有多个源头供应商（第3层）单个中间商（第2层）和

单个零售商（第1层）的三层供应链经济学模型，用以研究可追溯性技术如何影响供应链成员的经

济动机，以及其潜在的好处是否以及如何得以实现。

令人惊讶的是，纯可追溯性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克服策略性定价效应的负面影响而

最终导致供应链的某些成员（甚至是第1层零售商）在部署可追溯性系统后面临更高的局部污

染风险和更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该现象，我们发现，当第2层中间商的策略性定价权力被消

除或削弱时，零售商总是从可追溯性中受益；在具有大量第3层供应商的网络中，所有供应链

成员也都从可追溯性中受益；更重要的是，如果规定供应链参与者不可在部署可追溯性系统

后调整价格（即完全消除策略性定价效应），则供应链成员的收益都会提升，且食品的污染

风险会下降。

该研究对产业界的启示是：为获得可追溯性带来的经济效益并提升食品安全性，单纯部署

追溯系统可能是不够的，需要依照供应链的结构配套采用可以实现共赢的交易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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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可追溯性存在两种相互对抗的效应。一方面，可追溯性可以精确定位污染来源，

保证未被污染的食品免于处置，由此为每个供应链成员带来收入增长（纯可追溯性效应），

但是先前危机处理中大规模召回销毁的这种“连坐”惩罚的消失，也让供应链参与者对污染

风险的承受力得到提高，从而下游买家对于通过提高进货价格来激励上游供应商控制污染风

险的动机受到削弱，进而使供应链的每一层都容易受到其下游买家通过策略性地降低购买价

格的剥削（策略性定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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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期间的就业下降：地方
劳动力市场新视角

就业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最近关于我国青年高失业率的讨论引发了社会各界

对就业问题的广泛关注。经济危机的发生一般都伴随着就业水平的大幅下降。这背后具体的传导

机制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提前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就业下滑？以2008年金融

危机为例，以往文献主要提出了两个解释：1. 需求角度，即金融危机期间房价的大幅下跌，导致

居民财富的下滑，进而使得居民对企业产品需求的疲软，因此企业无需那么多员工进行生产，从

而选择了裁员；2. 供给角度，即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商业银行亏损严重，导致企业融资困难。企业

没有足够的流动资本进行劳动力囤积（labour hoarding）以等待经济复苏。在这两个解释的基础

上，本篇文章提出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业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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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通过实证分析，排除掉了关于该现象的很多其他竞争性的解释。例如，我们发现集中度

高的地方就业下降幅度更多，不是由于这些地方的地区差异或者行业差异所导致的，也不是由于这些

地方的劳动力市场规模小，或者该地方企业财务杠杆高从而受金融危机影响更大所引起。排除掉这些

解释后，本文实证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前面模型所提出的解释：地方劳动力市场的高集中度会恶化在面

临企业个体性冲击时员工再就业的调整过程，使得就业下降更大。

最后，考虑到地方就业下降幅度大，不一定代表这些人失业，有可能他们是换了一个地方或者行业

工作，我还考察了地方失业率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的变化。本文发现劳动力市场的集中程度高的地

方，失业率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也更高。这更加印证了前面所发现的这些地区就业人数下降更多的

结论。本文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集中程度高的地方的工资和产出水平变化以及不同行业的差异还有进一

步的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原文。

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如何选择企业和行业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企业

生态系统来应对未来的负面冲击具有参考意义。本文集中考虑地方劳动力市场的高集中度所带来的负

面影响，为我们思考大型和超大型企业的经济社会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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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对美国微观数据的观察，本文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地方劳动力市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也就是大多数员工被少量企业所雇佣的地方，金融危机期间就业幅度下降更多。为了更好地理解该现象，

本文建立了一个具有企业异质性的动态模型。该模型的解析解（analytical solution）显示当企业面临

个体性冲击（idiosyncratic shocks）时，地方劳动力市场的集中程度（由赫芬达尔指数来代表）会放

大负向冲击的影响。直观解释是当地方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企业中，而该企业遭受个体性冲击

（idiosyncratic shocks）时，会被迫裁掉很多员工，当地的工资水平也随之下降。该地方的其他小企

业虽然没有遭受冲击，在面临下降的工资时，有增加劳动力的动机，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吸收掉很多被大

厂裁掉的员工，因此在这一情形下，该地就业水平下降幅度相对于那些集中度不高的地方而言会超出很

多。即使最后我们加总了其他各类情形，比如当地方小企业遭遇冲击时，集中度高的地方就业下降幅度

要稍小一点，我们依然发现由于在第一种情形下的就业超幅下跌处于主导作用，使得集中度高的地方在

面临负向的个体性冲击时，就业水平平均下降更多。我们还通过数值模拟印证了模型的解析解。

英文原文信息： Xu, W. (2023). Employment Decline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Role of Firm Size Distribu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33(652), 1586-1625.




